
1

民国初期县市乡制论争：

以江苏“新制”与“旧章”为例
1

祝小楠

【摘要】民国初期，江苏省在承接清末地方制度的基础上，制定本省暂行县市乡制，以继

续推动地方制度向前发展。然而，在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之后，北洋政府同江苏省就恢复暂行县

市乡制一事产生龃龉。北洋政府坚持制定新制，江苏省则力主旧章，而双方围绕“新制”与“旧

章”展开的纷争，反映出北洋政府在应对政治现代化进程中，不仅没有对地方制度进行有效的整

合与重塑，反而在同地方博弈过程中将本就脆弱的统治基础消耗殆尽，而地方则在军阀政治的裹

挟下也难以真正推动地方制度的现代化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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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肇建之后，江苏省在前清原有地方制度的基础上，经省议会修订，在 1913 年制定了江苏省暂行县

市乡制，以继续推动基层制度发展。然而,在此制颁布后不久，1914 年便遭遇袁世凯停办全国地方自治的

禁令,使江苏省地方制度向纵深发展的初次尝试化为泡影。在袁氏复辟帝制失败之后，江苏省在北洋政府改

订“新制”的要求下长期未能恢复民初暂行县市乡制，双方为此僵持不下，分歧丛生，直到 1923 年才予以

恢复。目前，学界对民初时期北洋政府同江苏省围绕“新制”与“旧章”之争及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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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拟围绕此事件作个案研究，具体考察江苏省在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制度演化脉络，以此探寻近代中国在

迈向政治现代化进程中所面临诸多滞碍性因素。

一、承接清制厘定本省暂行县市乡制

清末，为了摆脱内外交困、统治失序的危局，清政府不得已推行宪政改革以挽救自身统治。1908 年，

清政府颁布地方自治章程，主要内容是在城镇乡推行地方自治，之后再行之于厅州县。因此，对于地方自

治，清政府一方面将其定位于“上辅政治而下图辑和”，以“助官治之不足也”；另一方面，又将“自治”

置于“官治”的范围内加以规约，强调“自治事宜,不得抗违官府之监督，故自治者，乃与官治并行不悖之

事，绝非离官治而孤行不顾之词”
[1]（P275）

。就江苏省而言，在清廷颁布地方自治章程之前，本省士绅就曾

上书两江总督端方，要求在江苏省先行试办地方自治，以为将来正式推行作准备。提出应“先从理论入手，

为将来实行地步”,强调“官治之见解不如自治之直接”。
[2]
对于士绅所请，端方颇为赞同，认为：“江苏

民智发达最早，夫之热心公益者颇不乏人，自应先行设立自治局……由本地人民从下级办起，次及于上，

方为纯一之治法”，并指出应“由官绅先为引导，期推行无阻。”
[3]
从端方的态度中不难看出，一方面，

对于地方自治较为重视，认为自治应从基层着手,并强调官绅在地方自治中的主导作用；另一方面,仍是试

图将地方自治限定在一定范围内，以巩固清朝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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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 年辛亥革命后，江苏省宣布独立，都督程德全即“通令各县早日组成县市乡自治各职”，以便继

续推行自治。但由于民国肇建,江苏省各县议事会、参事会及市乡各职“正式成立者，尚属无多。”
[4]
即便

成立者也多带有临时性质，如南京“城自治公所遽行召集旧有县自治城镇乡自治各汉员于十月初三日开会

选举”,布告成立，继续进行,命名曰“临时州议会”。
[5]
而苏州在清末成立县议会未遂的情况下,光复后成

立了临时州议会。不过，临时州议会毕竟属过渡时期自治机构，未获政府认可，苏州随后“自行呈请撤销

州议会”。
[6]
由于江苏省政局初定，且各地地方自治机构多带有临时性质，为改变这种散乱无序的局面，

1913 年，江苏省议会制定了本省暂行县市乡制及选举章程,其中对县市乡制组织形式、选举方式及包括议

事会、参事会、县民政长、县经费、行政监督等方面内容进行了诸多规定。
2
省议会制订暂行县市乡制内容

来看，基本上仍参照清末地方自冶章程而订，地方自治机构的职能和权限也并未超出原有范围。不过，此

次修订的暂行章程与清末自治章程最为显著的区别在于强化“民治”而淡化“官治”，民众被赋予一定管

理地方事务的权利。而修订之后的暂行县市乡制也遂成为民初时期江苏省地方制度发展的主要法规依据。

不幸的是，在此制颁布的次年,便遭遇袁世凯停办自治禁令，使得江苏省地方自治戛然而止。

1914 年，袁世凯为复辟帝制，授意内务部重新制订地方自治章程,并勒令各省地方自治暂予停办。随

后，内务部以“中国民情国势与各国不同，势难采用外国之自治制度，若以自治为官治之完全辅助机关，

又恐自治不能发达”为由，强调“所谓自治权限者，亦须受制于地方管理，于自治人员亦选其官僚一派者

任之，总期事事服从，不至再有掣肘，将来自治之规范决不出此云”。
[7]
这一做法，引发江苏省舆论的质

疑，“省制发表，地方行政编制法及地方自治之规订，又不见政治会议,同时提出省制既经变更，则此后自

治有无已属疑问”。
[8](P3-4)

在袁世凯强制下令停办地方自治后，刚有起色的江苏省地方自治陷人停滞状态，

直至袁世凯复辟帝制失败，才再次迎来施行之契机。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本应顺理成章恢复的地方自治，

却因北洋政府反对沿用江苏省暂行县市乡制而再三延搁。

二、围绕"新制"与"旧章"所展开的论争

1916 年，袁世凯倒台之后，国会及各省议会随即恢复，江苏省上下多认为恢复地方自治乃水到渠成之

事，皆翘首以盼。江苏省长齐耀琳也做好了恢复地方自治的准备，以“恐临时措办不及”，并通饬各县知

事查明停办自治期间“每年收入自治经费若干，支用于地方公益事宜者若干，抵作他用者若干，现有存款

若干”，“余款如何支销，曾否拨充他项用途，亟应切实调査”，并要求限“十日内分别详列细册报明核

办”。
[9]
然而，出乎意料的是，北洋政府对恢复地方自治一事迟迟不见动静，这不免让对自治抱有较高期

望的江苏省舆论产生焦虑之感，“国会省会先后召集，惟此国会省会基础之县会尚在迟迟，其行未免轻重

倒置,缓急失宜”。
[10]
在这种形势下，江苏省有识之士并未消极以待，而是积极奔走呼号，以图恢复地方自

治之法。

1916 年 8 月 26 日，各县议员共同成立江苏省县议员联合会，其宗旨是敦促中央尽快恢复县市乡制，

并函电省议会,“本省之县市乡制，实产出于临时省议会，而临时省议会之议决,实根据于中央政府认为有

效之前清府厅州县及城镇乡地方自治章程，是此项县市乡制，实为江苏省实行办法之一种”
[11]
，强烈要求

恢复 1913 年江苏省暂行县市乡制。随后，县议员联合会派代表杨静山进京面见内务部总长孙伯兰，探询其

态度。对杨的询问，孙认为应暂“照清制先恢复自治机关，再议自治新条例全国统一办法”，并主张由“内

务部在半月内将新自治章程草案提出，议会通过，一二月即可明令发表”。对这一表态，杨显然不甚满意,

认为“办法虽善,奈近数年来各县知事蹂躏民权侵占公款，指不胜屈，急待县议会成立以维持之，早恢复一

日，即人民少一日困苦，若俟新自治章程疣布及改选，又需数月，殊不足慰人民渴望自治之意”，希望内

务部勿要再拖延时日，耽误地方自治进程。对于杨的态度，孙又不得不进一步暗示称：“各省地方自治章

程只浙江、江苏两省有单行法规，现浙江各级自治机关，政府并未过问。”
[12]
言下之意江苏省亦可仿行浙

江成例，按先前所定旧制执行，待新制出台之后，再行定夺。对孙的授意，杨随即回函县议员联合会，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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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浙江已依法进行，苏省即可仿办，中央亦不加以干涉。”
[13]

在得知杨静山回函内容后，齐耀琳即函电

内务部,请示“究竟适用何种章制，方无抵制”来进一步确认内务部之态度，而内务部在与齐的函复中称:

“G 恢复地方自治案业经咨呈国务院提交国会议决。元年十月一日以前所订之试行条例有效，至三年十二

月二十九日与四年四月先后公布之法律教令均归无效。”
[14]

得到内务部肯定答复后，江苏省议会于 1916 年 10 月 2 日即通过恢复民初暂行县市乡制议庆案。与此

同时，众议院也于 10 月 12 日通过速恢复各省地方自治原状决议。在省议会与众议院先后通过恢复地方自

治议决后,却又不见北洋政府有任何响应回复举动。北洋政府漠然视之的态度.自然激起江苏省县议员联合

会的不满，并当即发函参众两院，希望国会敦促政府尽快“从速回复自治原状,若再迁延,有乖法治”
[15]

。

但即便如此，北洋政府对恢复地方自治一事仍置若罔闻，不子理睬。在这种情况下,江苏省县议员联合会决

意函电各省县议会,希望能共同对北洋政府施压尽快恢复地方自治，内称：“参院已于九月一日议决，众院

亦于十月十二日议决,而政府迟迟未颁明令,实不足以餍人民之望,一转瞬间国会省会行将闭幕，回复之期更

难希望……合行函请贵圣议会协力进行电达国会，催促政府遵照约法执行议决法案，以伸民意而尊法治。”
[16]
对于这一求,不少其他省份县议会亦纷纷发电予以声援响应。一时间，全国声援江苏省之势此起彼伏，形

或一股强大的舆论力量。

对于各省县议会联合呼吁恢复地方自治的请求，北洋政府并未理会，反而电令内务部速订新制。迫不

得已，江苏省县议员联合会派代表会同其他七省代表再次进京请愿直接面见黎元洪异祺瑞,希望能“援手从

速施行，以慰民望而顺舆情”
[17]
。对于代表之所请总理段祺瑞态度冷淡...“财政困难，各省人材不齐”为

由，借口条件尚不完备，难以迅即恢复。总统黎元洪虽同意“自治日回复”，却强调“自治新制未经编定，

尚无把握回复一事，恐难即速办到”。
[18]
无形之中回拒了：表所请。对于段、黎的态度，各省代表多有不

满，“所谓人才不齐,经费无著者,实不过官话搪塞宽已，各省请愿者仆仆相接，遂有赶拟章程之明令，夫

地方自治取消于袁贼之手，非法不善制也，今日欲恢复斯，恢复旧章具在，尚待重拟，乃阳曰改拟章程而

阴则藉以延宕”。
[19]

北洋政府之所以对地方自治迟迟不予恢复，究其原因在于：一方面，袁世凯倒台之后，政污象并未廓

清，反倒是接连陷于临时约法之争，黎、段“府院之争”,张勋复辟及军阀混战的泥潭无暇顾及地方事务，

加之北洋内部派系政争及权力倾轧更迭又极大影响了政策的稳定性和连贯性，使得议会决议沧为一纸空文，

难以将制度落到实处；另一方面,北洋政府之所以不执行国会决议，根源仍在于经费匮乏所致。正如当时政

府中人所言“观政府意，并非绝对不可恢复，惟以财政状况艰窘已极,一时恢复，恐更紊乱,故不敢贸然行

之”。不过，对于段、黎二人借口经费匮乏,无力推行地方自治这一说法，江苏省并不认可，认为经费短缺

“以恢复无关影响”，指出“地方费现仍留地方，以各省言或于参议会费之一部稍有挪移，其余概无变动”。
[20]
强调经费并非阻止恢复地方自治之原因，若以江苏省实际状况,立时恢复并无困难。

面对代表再三吁请，参议院将恢复自治案重新提交复议，希望北洋政府能尽快施行，但北洋政府却始

终坚持由内务部制订新制，再行地方自治。实际上是关闭了江苏等省要求恢复民初旧制的大门。对于这种

结果，江苏省各界舆论纷起,颇感失望，“试问人材何时充足，财政何时展舒，抑不充足不展舒，自治可以

永无实行之日乎。”
[21]
此后，北洋政府虽迫于舆论压力，令内务部公布拟定新制步骤,并将自治调查分为三

期，以作为实施新制前期准备。但此举并未使江苏省对其再抱有过高期待。随着江苏省恢复自治的热情归

于沉寂，县议员联合会也在无形中解散。直至北洋政府 1919 年颁布新制，江苏省的热情才又被重新唤起。

三、暂行县市乡制恢复却前功尽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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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 年，内务部制定并颁布新的县市乡制，并拟在“京师设立地方自治模范讲习所，咨取各地方具有

法政知识及自治经验人员人所肄业”
[22]
以培养自治人才。对于内务部这一做法，江苏省认为此举实为“藉

以迁延施行自治时日”。省议会议员高元鶄强调“吾苏夙号开通发达,先于他省，尤不能与边远诸省视同一

例”，议员卢瀚荫提出应由“江苏六十县自行组织地方自治讲习所，无俟中央之代谋”
[23]
。而后，张謇也

呈书内务部，希望在江苏省设立中华模范地方自治讲习所,由江苏省自行培养自治人才，以加速恢复地方自

治进程。对此，内务部以“各道县地方自治讲习分所亦经本部拟具章程呈奉。大总统令准并通行各省区，

饬属办理，嗣后关于私立之地方自治讲习所均未便准予立案”
[24](P28)

，直接拒绝了张謇所请。

1922 年 1 月，总统徐世昌正式颁布法令，明令恢复地方自治。对于所颁新制，江苏省议会并不认可,

认为民初所订暂行县市乡制并无废除必要，强调“停办与恢复，本为对待，理有固然,毋庸别寻解释”
[25]
。

希望北洋政府收回成命,顺从公意，仍照其旧。对省议会的此番表态，省内各地恢复地方自治的热情被再度

点燃，纷纷要求恢复民初旧制。在一片要求恢复旧制之声中，县议员联合会于 1922 年 4 月再度成立，并呼

吁江苏省各界联合会、省长及各县知事尽快恢复民初暂行县市乡制，“现同人所争者,非必主张复旧县会，

或有拥护私权利之心，只须主张定新县制，能达纯粹合法而后已，否则非骡非马，名为自治，实则专借自

治以阻塞自治之机,有自治不如无自治，尚何有自治之可言”
[26]
。随后，在上内务部电文中，县议员联合会

强调“新自治尚未正式国会议决，当然失其效力”
[27]
，声称对此新制难以认同。

面对社会各界团体组织的强烈吁请，省长韩国钧急电北洋政府，称“苏省县议会自民国三年停办以来，

民意久遏，群深渴望，民国八年颁布县自治法后，迄未办理，国钧受事之初，正在筹议举办，以期自治事

业积极进行”
[28]
。希望能在修订新制完成之前,仍暂行民初旧制，以顺民意。然而，对于韩国钧之请，国务

院仅以寥寥数字予以回复，“恢复自治案，已交部核办矣，特覆”
[29]
。而总统府复电同样如此，“所陈地

方自治暂照本省单行法办理一节，自系为顺洽舆情起见,应请侯院部核复"。从府院回复来看，实际上是回

绝了韩的请求，坚持推行新制。此后，韩国钧又数次函萑.请求恢复旧制，但北洋政府却再无反应。对于北

洋政府如此态度，江苏省舆论难以自持，“韩省长为恢复县自治问题，已连电中央催请核准”，但“中央

之态度犹固然”，江苏省各组织联合会决意“拟不俟中央覆准,先将应行商榷修改之处，咨询省议会，一俟

议决，即行公布”。
[30]
面对群情鼎汚之舆论，江苏省议会随即表示，“根据去年建议案，将各县市乡议会

先以省令克期恢复,俾臻自巧之盛轨，而奠法统之始基”，遂将县议员联合会所提交恢复县市乡自治案与其

他自治议案并案 iT论通过，定于 1923 年 6 月 12 日自行恢复。随后，韩国钧发布训令：“照将民国元二年

间全省县市乡各级自治一律恢复，除关于本案法令上及程序上亟应解决各问题,仍另备文咨请省会查明前次

咨询案，逐款答复，以免临时发生碍难，并一面咨请内务部查照备案外，合亟通令各该县知事遵照办理。”
[31]
至此，自 1914 年被袁世凯停办的江苏省暂行县市乡制，经过近十年的时间，正式宣告恢复需要提及的是，

江苏省之所以在 1923 年恢复暂行县市乡制，与北洋政府波诡云谲的政局有关。当年，曹锟逼迫黎元洪下台，

其后不惜武人干政，控制北洋政局，并为图谋总统职位大造舆论声势：为预防曹锟当选总统后的不利影响，

江苏省希望能在其当选之前尽快恢复民初旧制以摆脱其制约。韩国钧在后来的回忆中也印证此点，“直鲁

豫巡阅使曹锟当选为大总统,各项问题因之而起，苏省应先自决”
[32]
。

在江苏省恢复旧制后，各县立即着手恢复地方自治。至 1924 年 5 月，江苏省大部分县都已恢复，如果

正常发展，由地方扩展至省制都是有可能的。然而,就在此后不久，即爆发了江浙战争。此次战争对江苏省

造成的影响，可在江苏省农会致国务院函电中窥探一二，“江浙战事，军队所过，村镇为墟，人民奔走迁

移，颠连失业，富而贫、贫而死者，不知凡几，而江南战区如宜兴、昆山、嘉定、太仓、松江、青浦等县

则尤甚”
[33](P221)

。由战争引发的战祸，对甫经恢复的县市乡制不啻致命打击,各地方机构、组织和人员都在

此次战争中摧毁殆尽,再无力恢复，而江苏省地方自治也在这场战争的冲击下名存实亡,直至 1927 年南京国

民政府成立后才又重新予以推行。但国民政府时期江苏省地方自治与清末民初时期相比，无论在形态上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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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功能上皆已失其本意，国民党将地方自治统一纳入新县制中，使之带有强烈的党化色彩,三民主义意识形

态伴随着新县制的推行强行植人基层，使江苏省地方制度从性质上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四、结语

纵观民国初期江苏省恢复暂行县市乡制历程，可谓一波三折,命运多舛。不过，若是从更深层面予以考

察,又不难看出。自清末地方自治思潮传人中国以来，地方自治就作为宪政之基被清政府寄予厚望。然而在

实际操作中，作为舶来品的地方自治在移植到中国传统社会之后,无论在观念层面还是在制度层面,都显示

出与中国传统社会不相适应的一面。地方自治强调分权民治，清政府则希望通过地方自治巩固集权专制，

而这种自相矛盾的举措，不仅没有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却加速了清朝的灭亡。民国肇建后,地方自治虽一

度有所发展，但却被异化为军阀手中的政治工具。北洋政府试图通过制定新制对地方进行整合，加强中央

集权，而地方却力主旧章试图以分权而制衡。双方的分歧，以对地方制度论争的形式凸显出来。其实，地

方之所以敢于挑战中央，其根源在于辛亥革命之后,封建专制集权崩溃，中央权力失坠,边缘势力崛起，尤

其是在北洋政府时期，地方军阀往往以地方自治为名，行地方割据之实,结果形成“有政府无权威，有官治

无民治”的政治乱象。1913 年，李大钊就曾对建立民主共和制后地方分权可能带来的乱局表达出担忧之情，

“谓中央权重易流专制，故分其权与各省以防之耶,则都督跋扈，各据一方，几人称帝，几人称王，泱泱禹

甸，宁复成国，吾民又将何以制之也”
[34](P42)

。

应该说，围绕江苏省“新”“旧”之制所展开的较量，一方面，反映出北洋政府在应对政治现代化进

程中，并未对地方制度进行有效的整合与重塑，树立中央权威，反而在同地方博弈过程中将本就脆弱的统

治基础消耗殆尽。另一方面，在军阀割据的特定背景下，以地方精英为主导的自治运动虽力图推动本省县

市乡制的发展，但仍无法摆脱军阀政治的裹挟，真正推进地方制度现代化进程，这也是为何江苏省历经近

十年得以恢复的县市乡制，却又在瞬间毁于一旦的主要原因。而透过这一历史史实，折射出在地方制度层

面必须要解决好集权与分权、自治与民主的关系，尤其是在新型城镇化迅速发展的今天,更要探索符合中国

国情的地方制度发展模式，找到中央与地方的平衡点与契合点,唯如此,才能更好地实现国家社会的和谐稳

定发展。

注释：

1.学界对江苏省地方自治的研究多集中在晚清时期，相关成果主要有：张海林《晚清苏州地方自治略

论》（《江苏社会科学》2000 年第 3期）；瞿骏《“走向现代”的悖论——论清末江浙地区的谘议局、地

方自治选举》（《史林》2006 年第 2期）；杨涛《晚清江苏民变中的反地方自治现象探析》（《史学月刊》

2007 年第 6 期）；颜军《“自治”与“官治”：从地方自治改革看清朝的灭亡》（《广东社会科学》2014

年第 6 期）；刘伟、苏明强《清末两级地方自治中的官治与自治模式》（《安徽史学》2015 年第 3 期)；

王亚民《宣统年间江苏地区乡镇自治述略》（《齐鲁学刊》2016 年第 3期）。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探讨了

晚清江苏地方自治的实践及推行过程中遭遇的各种困境，并对“官治”与“自治”之间的冲突与矛盾进行

了深入分析，但对民国建立之后江苏省地方自治兴废及影响的考察不多。值得关注的是关晓红的《辛亥革

命时期的省制纠结》(《近代史研究》2012 年第 1 期），从宏观上通过对辛亥革命后各省光复后省制问题

的考察，指出民初省制在继承清末外官改制和各省独立自治的基础上，#何通过省制变革，在共和制下确立

中央与地方的关系成为当时亟须解决的问题，而朝野舆论对豸制问题的论争与关注，则反映出对国家统一

与分裂的担忧。

2.民初之后，江苏省厅州县一律改称为县，城镇改称为市，乡一仍其旧。在暂行县制中，规定县民政

长、县议事会均须民选产生，共同负责地方事务，二者处于相互制约的地位。民政长需执行县议事会之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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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如民政长对决议有疑义，可要求重新复议，如仍未有结果，民政长可提请省议会进行公断，或依照本

省法律解散县议事会，在三个月内重新召集。而暂行市乡制跟县制类似，同样具有市乡议事会和市董事会，

来负责本地事务。限于篇幅，不再将江苏省暂行县市乡制列出，具体章程内容参见《江苏省内务行政报告

书》（张研、孙燕京编：《民国史料丛刊》第 98辑，大象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68-267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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